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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特征以优化政策设计思路，以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印发的31份人工智能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文本挖掘、内容分析和PMC指数模型等方法，提炼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前沿与热点分布、人工智能的政策特征以及评价结果。研究发现：我国人工智能政策以智能化为主要目标，重点关注科技研发与创新环节，并对“卡脖子”的芯片、机器人产品提出政策规范；政策工具应用不平衡，对政府采购、对外贸易管制、反他国管制、购置补贴四项需求型政策工具重视度不够；总体政策效力较好，但政策之间具有效力差异性，相关政策条款亟待加强和完善。基于以上特征和问题，建议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前沿政策的设计与前瞻，加大需求端政策工具的组合性和灵活性应用、优化供需政策工具包，加强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政策力度，开展人工智能政策系统的整体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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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I policy in China, takes 31 AI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by central ministr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comprehensively uses the methods of text min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PMC index model to refine the research frontier and hot spot distribution in the field of AI, the policy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 results of AI.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AI policy takes intellectualization as the main goal, focuses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 & D and innovation, and puts forward policy norms for "neck stuck" chips and robot products; The application of policy tools is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four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foreign trade control, anti other country control and purchase subsidy; The overall policy effectiveness is good,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effectiveness between policies, and the relevant policy provision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 Based on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t is suggeste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sign and foresight of AI cutting-edge policies, increase the combination and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demand side policy tools, optimize the supply and demand policy toolkit,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policy in the field of AI, and carry out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AI poli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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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爆发的领先技术，是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也是推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作为引领性新技术，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发展为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与强大动力。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术语最早出现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发起四人组John McCarthy、Marvin L.Minsky、Nathaniel Rochester、Claude Elwood Shannon被称为“一小群科学家发起的会议催生了人工智能革命”，会议上将具有像人类思考能力的机器称为人工智能，各国就此对人工智能强大技术的益处与风险展开激烈的辩论，也对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深刻的影响以及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工智能治理、政策和伦理角度予以规范，形成大量的立法、标准与政策[
]。其中，在个人信息保护、算法规制、机器人相关法律方面，欧盟走在前列，关注人工智能伦理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8）影响最广，条例规定任何收集、传输、保留或处理涉及欧盟所有成员国内个人信息的机构组织均受条例约束，还设计了问责机制并允许“长臂管辖”。欧盟最新推出的《人工智能（AI）法规》致力于将欧洲打造为全球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中心。美国则是在2016年发布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近几年加大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将战略目标定位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导者地位，力图确保全球领先优势，201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第13859号行政命令，推动弱人工智能走向强人工智能。可以说，人工智能治理竞赛已经成为各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一个新角斗场，如何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驱动值得深入探究。
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优势“争夺战”的日趋激烈，使我国面临的竞争压力也日益凸显，“十四五”期间，作为国家优先发展领域，人工智能需要走向综合治理的发展格局。我国自2015年发布《中国制造2025》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印发一系列文件对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进行规范与指导，提出以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为主线的8项战略任务，之后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呈现密集出台的态势，人工智能技术规则的确立、算法与数据的规范与伦理保障、数字平台建设等成为发展重点。反思当前我国人工智能政策治理的设计与实施，在规则设计、标准制定、技术细则、激励与监管、扶持与保障方面政策目标的落实情况如何？政策总体特征与趋向如何，政策效力是否存在供需偏差？如何优化与完善现行政策以发挥制度创新的效果？上述问题的回应是政策决策者的关切，也是处于市场主体地位的企业与科研机构迫切期待能有所推动的焦点。本研究立足于我国人工智能政策体系的解构与评估，从政策特征挖掘发现现行政策的聚焦点、从政策评估视角发现实施有效性，并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我国人工智能政策发挥实效的建议，以期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在全球竞争态势中获取更大优势、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政策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人工智能政策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政策分类研究，通过从政策内容本身与政策工具类别划分来归类政策，从而探究每类政策的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从政策内容来看，政策分类主要涉及政策供给、需求和政策原则等。如周庆山等（2022）认为人工智能政策的伦理原则嵌入在人工智能产品、技术和服务研发、应用和治理等方面[
]。宋琪和谷灏（2022）从供给、需求和环境三层面将人工智能政策划分为公共服务、教育培训、科技资金投入等类别[
]。二是政策评价研究。按照评价阶段来划分，政策评价分为政策事前评估、政策事中评估、政策事后评估以及政策全过程评估，通过统计数据或政策计量来评估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全过程的实际效果。例如，藏维等（2021）综合运用政策工具与政策评价模型，探寻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的未来设计方向[
]。费艳颖与刘彩薇（2021）运用文本挖掘法进行解构分析，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中形成了“价值+技术+制度”三轮驱动的负责人创新发展导向体系[
]。蔡翠红和戴丽婷（2021）对美国人工智能的战略目标、手段与评估效果展开分析，发现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依然存在资金问题、与私营企业的适配度问题、人才培养与移民政策问题、伦理道德制约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问题[
]。三是政策比较研究。主要是围绕各国的人工智能政策情况，梳理各国相关做法、政策特征和效果，进行政策的对比分析。如关皓元与高杰（2021）对新时期中欧人工智能战略与政策环境进行了比较研究，将2013-2018划分为人工智能优先发展阶段，2019年至今为注重人工智能伦理与社会治理阶段[
]。陈婧嫣等（2021）基于“目标-理念-路径”的静态视角与“学习-扩散”的动态视角，构建人工智能的跨国比较框架，发现各国具有显著化差异且相互学习与融合[
]。吴瑜等（2019）运用CiteSpace数据分析工具对中国和美国人工智能背景下科技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的研究更微观且聚焦当下，美国的研究更宏观且关注未来差异。

学者还力图建立人工智能政策分析的整合性框架，如苏竣等（2021）基于场景生态提出一个人工智能社会影响整合分析框架[
]；景慧昀等（2021）设计了一个人工智能安全框架，作为安全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涵盖了人工智能安全目标、安全分类能力、安全技术和管理体系[
]。也有对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体系的问题的探索，在伦理准则与治理体系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目前人工智能政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从研究方法来看，既包括政策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等定性评价方法，也包括政策计量分析、政策指数分析等定量评价方法，对于全面梳理各级政策设计与实施情况、开展政策的效力评价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引领各行业快速发展并深刻变革的今天，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对国家政策脉络与政策系统展开研究十分必要，有助于回答政策关切、政策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问题。
本研究旨在呈现现行政策的聚焦点、发现政策特征并评估政策效力，找出政策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差距，为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提供参考。研究结构如下：首先，基于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法梳理政策特征和深层语义关联，发现政策关切点及政策规律；其次，借助内容分析法构建政策工具分析框架，系统剖析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的供需与环境型特征，解读政府注意力配置特征；再次，构建PMC指数模型获得政策效力的实际感知，总结政策各维度设计的缺漏；最后，总结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的基础上，提炼学者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时间线特征，并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提出优化政策设计与布局的主要建议。
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2.1 分析框架

Thomas Kuhn[
]提出政策范式（policy paradigm）理论，之后被引入政策研究领域，被视为“政策制定者习惯在一个由各种理念和标准组成的框架中工作，这个框架指明了政策目标、目标实现的工具类别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 [
]政策范式能够将政策分析细化为政策问题、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等要件，然后根据研究需要来匹配和组合各要件。本研究将政策范式置于我国人工智能政策情境中，构建“政策语义—政策工具—政策评估”框架，由此形成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人工智能政策分析框架图
2.2文本挖掘分析

政策文本量化是一种常用的政策研究工具，以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关联网络等为研究对象，借鉴和引入统计计量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通过对政策文献内容与外部属性特征的实证分析，揭示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政策嬗变的内在逻辑[
]。政策文本量化主要包括政策内容分析法、文本挖掘与政策评价。其中，文本挖掘分析法是一种研究方法，能够从文本中得到有效推论[
],是通过一定的规则，将传播媒体的内容系统分配到各个类目中，并使用统计工具对包含在这些类目中的关系进行分析[
]。文本挖掘常用政策工具作为政策框架的组成部分并予以分析，如Kirschenti E.S[
]提出了64种政策工具类型后，学者们开始将政策工具划分不同类别，例如，Stigler[
]、Barro[
]等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授权型和诱导型2类。Roy Rothwell和Walter Zegveld[
]划分的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3大类政策工具，在政策量化分析中使用最为广泛。
2.3 PMC指数模型与曲面
PMC（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指数模型源于Mobilis假说，认为变量都是相互关联的，Ruiz Estrada[
]建立了PMC指数评价模型，从政策量化角度尽能考虑相关变量的联系，在政策内部一致性基础上，对政策文本展开量化分析。该方法在国际上较为先进权威，学者用之对社科领域的各类政策展开评估，评价结果为政策制定、政策修改提供了科学依据。PMC指数模型假定变量服务二进制分布，通过平衡变量避免人为评价的主观性，并通过指数与曲面图直观呈现政策特征，指数测算公式如公式（1）~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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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1，2，3…n，t为一级变量，j为二级指标，n为每个一级变量包含的二级变量的数目。PMC指数模型通常构建涉及9个主变量和若干个子变量的矩阵，研究各子变量对整体变化的累积效应，且通过多指标构建来评价政策制定的一致性问题。PMC曲面的模型见公式（4），曲面由3*3矩阵构成，数值为9个一级变量的指标值，形成的曲面模型图以三维可视化空间构造的方法来展现政策优劣势。PMC指数模型的整体分析流程包括四个步骤：①选取变量及参数识别；②多投入产出表构建；③PMC指数计算；④PMC曲面绘制。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16-2021年为政策文本选取区间，所选取的人工智能政策主要包括中央和各部委（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教育部、国家工信部、国家人社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地方省市人民政府与有关下属政府机构公开发布的政策、规划、通知、意见，政策文本来源为各部委官方网站及北大法律信息网。经过筛选以及文本内容的初步分析，确定了31项政策。其中，中央级政策为15项，占比48%，地方政策16项，占比52%。
3.2 政策文本挖掘

政策文本挖掘中的政策语义分析用于反映政府人工智能领域部署的注意力分配，本研究运用共词分析法分析政策内部结构关系，通过对研究主题的多个关键词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现象进行分析，展现政策文本的内容与结构[
]。将31件政策文本进行分词处理，选择词频分析功能统计高频词汇。分词结果显示出人工智能政策的注意力关切主要集中于5个方面（见图2，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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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工智能政策的高频词网络图
表1 人工智能政策高频词词频聚类
	人工智能政策高频词主题聚类
	人工智能政策高频词的频次

	聚类1
	技术（1608）、创新（1077）、研发（479）、研究（467）

	聚类2
	发展（1337）、应用（1202）、服务（833）

	聚类3
	平台（779）、系统（628）、数据（455）、安全（424）、标准（411）、计算（352）

	聚类4
	人才（405）、人工（398）、


一是对于创新、研发与研究的关注度较高，说明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是由创新与研发推动的，凸显了自主研发的战略途径，并且较为关注基础性的研发推动，说明政策关切人工智能技术底座，对领域内国家基础性创新与技术发展的重视度很高，成为政策设计的基线；二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服务功能凸显，表明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方向更多是为了行业应用，为行业提供服务，注重技术的应用性和科研成果转化，希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带来更多的行业与企业发展、服务于智能化产品的开发与应用；三是对平台、系统、数据、安全、标准、计算等提及较多，表明国家在搭建人工智能系统平台的同时，对平台的算法、算力和伦理安全较为重视，关注数据安全和行业企业标准，为人工智能行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另一方面，表明国家对数字平台的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颇为重视，映射到诸如阿里巴巴、美团、腾讯等头部数字平台上，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算法与数据使用等问题，国家在政策法规层面提出了规范性响应；四是人才问题得到关注，从教育与人才发展的角度予以扶持，重视专业人才的能力培育，为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基础；五是一些重点产业上榜，例如大数据、机器人、芯片，都是我国在先进技术领域试图突破的重点领域，暗示了人工智能在上述行业的应用与要素组合，共同推动国家数字技术进步与数字经济的发展。上述关键词形成一整套系统化和集成化的政策体系关切点，实现了由点到面的政策覆盖面，政策重点突出并构成完整的创新→应用→标准与安全→人才培育政策链，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氛围与政策支持。
语义网络可视化分析是将政策文本中的关键主题词之间的关联关系与关联度以图示的方式予以呈现，直观的表现出政策文本的语义特征，呈现政策结构的内部关系与主题分布情况。运用Citespace软件分析节点度数与主题词聚类分析，形成人工智能政策的语义网络图，如图3所示，从分析中可以识别出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的基本特征：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的发布与发展与技术创新密不可分，长期以来以企业作为主要的政策受体，国家充分鼓励企业加快技术更新与技术应用；政策的关注点包括数据挖掘、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力资本等十余个聚类项，形成人工智能政策设计的主线；包括脑机接口、语音助手、认知无线网络等在内的基础研发为人工智能平台搭建与技术发展提供保证，即通过研发活动以及研发的转化过程，帮助搭建人工智能平台，并且推动企业和行业的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透明度与风险问题也获得较高的关注度，其中较重视信息披露与信用风控；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领域的规范体现在，一方面政策中多次提到产业问题，一方面则通过货币政策、人力资本的积累、资本权力等经济手段予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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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人工智能政策的语义网络可视化图
3.3 政策工具分析
借鉴Roy Rothwell和Walter Zegveld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3大类的方法，将人工智能政策工具分为三种类型，并借鉴中国通信院（2019）的二级政策工具划分方法，将政策工具细分为一级和二级政策工具，根据政策工具分类表对31份人工智能政策进行内容编码，编码的原则为：首先逐条阅读政策文本，将政策文本排序作为一级编码号，政策文本的相关条款作为基本政策单元，按照顺序进行二级编号。对编码结果进行“1”（是）和“0”（否）数值处理，测算编码一致性系数达到87.2%，通过编码信度检验（>80%）,形成政策工具频数分布（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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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政策工具频数分布
我国人工智能政策总体来看依靠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即营造人工智能行业和技术发展的外部条件与环境氛围，同时从推动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角度给予各种支持，而从直接拉动行业发展角度的需求型政策工具相对使用较少。供给型政策工具中，科技研发与教育培训占比最多，符合行业和技术特点，在政策文本中，多数发文机构都提出突破关键技术，例如《‘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主要任务即推动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处理、生物特征识别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并以专业人才引进与培养来保证人力的推动作用，鼓励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专家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和应用培训，例如湖北省制定了“楚才引领计划”，向人工智能领域高端紧缺人才发放“楚才卡”，并提供“一卡通”专员服务，以留住及激励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环境型政策工具中，除了目标规划之外，公私合作二级政策工具使用较多，表现为以军民融合、国家与私营企业共建等多种方式，实现合作共同推动技术与行业发展的态势，既可以分担成本和风险，又可以群策群力发挥政府和民间的力量一起办大事。同时，以资金、税费等保证行业资金来源，但是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知识产权和法规监管方面的规范性不足，未来行业逐渐成熟过程中，有必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法规监管强度，在保护产权利益的同时对行业加强监督与管控。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市场应用占比较多，体现为政策文本多数提到智能家居、智能医疗、智能文旅等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的市场应用，并将之作为各部门的任务加以层层落实，此外，海外机构也有一定的占比，表现为与海外合作、在海外投资设点、引进海外技术与人才等方面，如结合“一带一路”国家倡议，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支持产业联盟等形式搭建的服务平台以提供国际合作和海外创新业务。但需求型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不平衡，对政府采购、对外贸易管制、反他国管制、购置补贴四项需求型政策工具重视度不够。
3.4 PMC指数评价

1）变量的确定

通过上述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根据所提取政策关键词，并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以确定研究变量。本研究设置了9个一级变量和41个二级变量，一级变量包括政策性质、政策时效、政策级别、政策功能、政策工具、政策重点等（见表2）。
表2 人工智能政策评价提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范围

	政策性质（X1）

	X1：1预测（行业前景预判）

X1：4描述（发展现状描述）
	X1：2监管（发展过程监督管理）

X1：5引导（发展的导向目标）
	X1：3建议（发展的对策）

X1：6诊断（问题的总结）
	X1：j∈N[0,1]

	政策时效（X2）

	X2：1长期（政策时效10年以上）
X2：4临时（政策时效1年以内）
	X2：2中期（政策时效6-10年）
	X2：3短期（政策时效1-5年）
	X2：j∈N[0,1]

	政策级别（X3）
	X3：1国务院（发文机构）
X3：4地方政府（发文机构）
	X3：2国务院部委（发文机构）

	X3：3国务院直属机构
	X3：j∈N[0,1]

	政策功能（X4）

	X4：1政府采购（政采类）
X4：4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类）
	X4：2规范引导（规范引导类）
	X4：3制度约束（法规约束）
	X4：j∈N[0,1]

	作用层面（X5）

	X5：1国家AI发展（国家层面）
X5：4企业AI发展（企业层面）
	X5：2区域AI发展（区域层面）
	X5：3产业AI发展（产业层面）
	X5：j∈N[0,1]

	政策工具（X6）
	X6：1技术研发（技术，研发研究）
X6：4市场应用（市场应用）
X6：7财税金融（财政金融）
	X6：2人才队伍（人才，培训教育）
X6：5政府采购（政府采购）
X6：8公私合作（合作共享）
	X6：3基础资源（基础设施等）
X6：6海外机构（海外联系）
X6：9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X6：j∈N[0,1]

	政策操作性（X7）

	X7：1具体实施方案（具体步骤）
X7：4分工任务（各部门分工）
	X7：2细化政策措施（详细措施）
	X7：3配套政策（要素配备）
	X7：j∈N[0,1]

	政策评价（X8）

	X8：1依据充分（政策制定依据）
	X8：2目标明确（政策目标明确）
	X8：3方案科学（方案科学）
	X8：j∈N[0,1]

	激励约束（X9）
	X9：1监督考核（行业监管）
	X9：2技能培训（技能培训）
	X9：3法律保障（法律保障）
	X9：j∈N[0,1]


2）PMC指数测算与曲面

①PMC指数测算
根据Mobilis理论假设的要求，对二级指标的估计遵从二进制[0,1]设置，对41个二级指赋值，如果政策文本涉及到相关内容，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据此得出对41个二级指标的政策评价值。然后根据所设计的一级和二级体系构造多投入产出表，多投入产出表作为一种数据分析框架，可以显示指标模型所反映出的政策策略演变。随后构建PMC指数计算模型，测算政策赋分值并划分政策等级（见表3），根据政策评估分数确定政策优良性与政策特征。根据PMC指数测算公式，对31份人工智能政策中的每一项政策进行一级和二级指标的评价，形成政策等级认定（见表4）。31项政策中4项政策等级为“优秀”（占比12.9%）、24项政策等级为“良好”（占比77.4%）、3项政策等级为“一般”（占比9.7%），据此可以将31项政策划分为3个不同的等级：
a．I级政策：政策得分在7~9之间，政策等级为优秀，如P4，政策得分为7.14，排名第一，政策等级为优秀。在具体的变量评分中，该政策分别在X1政策性质、X4政策功能、X5作用层面、X6政策工具、X7政策操作性、X9激励约束分别达到最高值，该政策涉及到行业目前的发展态势、指导思想与原则、战略愿景、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基本涵盖了PMC指数测算模型中的各指标测量项。政策中的“主要任务”与“保障措施”两项条款设计较好，前者从“构建协同开放的智能汽车技术创新体系”到各种创新产业发展形态，都有所涉及，后者则从组织保障、政策保障、人才保障、国际合作和发展环境五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政策设计的覆盖性和科学性使得其评分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因此该项政策评级为优秀。
b．II级政策：政策得分在5~6.99之间，政策等级为良好，如P1、P3、P8，以P21为例，政策得分为6.92，排名第3，是由湖北省颁布的关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涉及近期和远期关键技术突破的多点目标、拓展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发展等多层面的管理制度，且该政策在政策性质、作用层面、政策操作性、政策评价、激励约束高于全部政策的均值，但是该政策在政策工具层面评分不及优秀等级的政策。

c.III级政策：政策得分在3~4.99之间，政策等级为一般，如P10，政策得分为4.83，排名第21名，是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涉及探索人工智能主推教育的目标、试点工作的内容、组织引导和经费保障等细则，该政策在政策功能、作用层面、政策工具、激励约束这几项变量上的评分较低，主要是因为该项政策主要针对教师群体开展试点，政策内容具有较强的专指性，仅涉及试点工作的布置与保障方面的内容，政策覆盖面比较狭窄，因此在多个变量上评分较低。此外，该项政策作用对象仅为事业单位，不涉及其他客体，所以在作用层面上得分也较低。综合各维度的评分，所以政策评级为一般。
表3 政策等级分数表

	政策等级
	优秀
	良好
	一般
	不良

	政策得分
	7~9
	5~6.99
	3~4.99
	0~2.9


表4 人工智能政策PMC指数测算表

	编号
	政策名称
	PMC指数
	排名
	等级

	P1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
	6.48
	8
	良好

	P2
	财政部《关于下达“互联网+”重大工程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工程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财建[2018]448号）
	5.86
	14
	良好

	P3
	发改委等4部门《关于印发<“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高科[2016]1078号）
	6.12
	12
	良好

	P4
	发改委《关于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的通知》（发改产业[2020]202号）
	7.14
	1
	优秀

	P5
	发改委《关于组织实施2018年“互联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的通知》（发改办高科﹝2017]1688号）
	5.24
	19
	良好

	P6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工信部科[2017]315号）
	5.45
	18
	良好

	P7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的通知》（工信厅科[2018]80号）
	5.69
	15
	良好

	P8
	教育部等3部门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研〔2020〕4号）
	5.08
	20
	良好

	P9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的通知>》（教技〔2018〕3号）
	5.26
	19
	良好

	P10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教师厅〔2018〕7号）
	4.83
	21
	一般

	P11
	科技部《关于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高〔2019〕265号）
	5.58
	16
	良好

	P12
	科技部《关于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修订版）>的通知》（国科发规〔2020〕254号）
	5.56
	17
	良好

	P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等3部门《关于发布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人社厅发〔2019〕48 号）
	3.88
	23
	一般

	P14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指引》
	4.44
	22
	一般

	P15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5部门《关于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国标委联〔2020〕35号）
	5.94
	13
	良好

	P16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专项政策的通知》（成办函〔2019〕15号）
	6.26
	10
	良好

	P1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8〕24号）
	6.26
	10
	良好

	P18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产业导则>的通知》
	6.86
	4
	良好

	P19
	贵州省政府《关于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数字贵州的意见》（黔府发〔2018〕14号）
	7.03
	2
	优秀

	P20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人工智能产业三年专项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6个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黑政办规〔2018〕10号）
	6.53
	6
	良好

	P21
	湖北省《关于印发湖北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总体规划 （2020—2030年）》（鄂政发〔2020〕20号）
	6.92
	3
	良好

	P22
	湖南省《关于印发<湖南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的通知》（湘政办发〔2015〕86号）
	7.03
	2
	优秀

	P23
	江苏省《关于印发江苏省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苏经信科技〔2018〕329 号）
	7.03
	2
	优秀

	P24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辽政发[2017]57号）
	6.7
	5
	良好

	P25
	青岛市《关于印发<青岛市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工信字[2020]56号）
	6.53
	6
	良好

	P26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鲁政字〔2019〕84号）
	6.53
	6
	良好

	P27
	陕西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9—2023年）》
	6.5
	7
	良好

	P28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函〔2018〕151号）
	6.2
	11
	良好

	P29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行动计划的通知》（津政办发〔2020〕21号）
	6.2
	11
	良好

	P30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浙政发〔2017〕47号）
	6.5
	7
	良好

	P31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闽政〔2018〕5号）
	6.42
	9
	良好


②PMC曲面

根据PMC指数构建曲面，该三维曲面以直观图谱呈现政策评价效果，曲面凹凸及颜色差异表明政策得分的不同，凸起部分对应政策评价得分较高，凹陷部分对应政策评价得分较低（见图5-图7）。为了对比“优秀”等级与“一般”等级的政策差异，本文选取《关于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的通知》（P4）（“优秀”等级）和《<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的通知》（P8）（“一般”等级）两项政策。结合曲面图与PMC指数测算情况，发现《关于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的通知》政策在各维度得分都较高，尤其是政策性质、作用层面、政策操作性、政策评价与激励约束五个维度上评价较高。《<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在政策功能、作用层面与激励约束维度得分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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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PMC评价“优秀”与“一般”的政策均值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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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关于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的通知》政策曲面图   图7 《<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政策曲面图
在监管方面，《关于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的通知》（P4）较之其他政策更为严厉地明确了加强数据安全监督管理，提出建立覆盖智能汽车数据全生命周期地安全管理机制；政策功能方面，制定了规范引导、制度约束、技术创新的政策规范；政策作用层面则从国家、区域、产业和企业四个层面的人工智能发展都提出了政策要求，还提出了培育智能汽车创新发展平台等新型市场主体，从基础设施体系、商业模式、人才培养，以及增强产业竞争力各方面提供政策依据；政策工具方面呈现出多种工具综合使用的特点，尤其从国际合作角度提出支持国内企业加快国际市场布局，从知识产权角度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技术创新专利保护与标准化互动支撑机制；激励约束方面更多涉及了对行业的监督考核，设计了相应的机制与考核办法,并对相关主体提出了技能培训方面的要求与举措，一方面加快培养复合型专家和科技带头人，另一方面协同培养创新型中青年科技人才；明确提出健全领域的法律法规，如开展智能汽车“机器驾驶人”认定、责任确认、网络安全，以及数据伦理规范方面的法律权利、义务和责任。
我国人工智能政策文本分析中的结果表明，政策整体科学性较好，从单项指标来看则仍存在不足之处，政策性质主要体现在监管、诊断层面，约束性不足，说明政策对行业发展过程的监督管理规定有所缺失，同时对行业发展问题的总结与诊断不足，侧面反映出人工智能行业还处于快速粗放发展期，未能总结过往的问题，也没有加强监管部门的职能。政策功能主要体现在政府采购、制度约束功能不足，尤其各项政策均鲜见政府采购功能的应用，说明行业以市场竞争获取产品需求为主。政策工具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工具未能充分使用，说明对创新结果的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激励约束主要体现在技能培训层面，监督考核、法律保障不足，说明政策发文后，对于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的监督制度未得到政策的充分重视。
4 人工智能的研究前沿拓展

对人工智能研究前沿的探究，有助于进一步为人工智能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提供理论基础，探寻未来政策制定和修改的方向。本文选取2010-2021年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
,对“人工智能”全文字搜索并手工筛选，去除会议文章等，得到中文文献449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人工智能研究的相关关键词进行时空分布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8所示。其中年份由左到右排列，节点表示关键词，图形表示关键词的时间聚合，连线表示某一关键词被关注的时间跨度。
前沿研究表明，自2010年到2021年，我国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一直保持持续性。2010年左右关注的焦点在于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等方面；到2015年左右，人工智能的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大数据、战略规划、人工智能时代等关键词纷纷被提出；到2021年，学者开始研究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和颠覆性技术，产业升级、以及在医疗器械等方面的应用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将人工智能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2010-2013年，属于人工智能研究的初始阶段，主要研究人工智能新国际化趋势与创新等问题； 2013-2016年，属于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期，提出大数据、未来人工智能方向等问题；2016-今，属于人工智能研究的爆发期，研究议题的广度与密度都增多，特别是一些新提法的提出，丰富了研究领域，同时，新一代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科技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升级是2021年以来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人工智能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专利互引、冲击就业结构等热点研究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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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人工智能研究时间线
以近3年的文献热点来看，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聚焦于4个方面：人工智能的伦理建设，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一代人工智能建设、融合发展等方面，表明我国人工智能研究关注到宏观环境与伦理建设；人工智能的教育与培训，体现在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规范化培训、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表明我国人工智能教育与培训受到重视；人工智能的技术层面建设，体现在产业领域，如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区块链、动态规划算法等方面；监管领域，如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公司估值等方面。此外，诸如颠覆式创新、对就业结构的冲击、互联网+政务服务，以及“十四五展望”与人工智能行业及研发的发展，都是学者关注的关键词，相关研究为政策设计提供了前沿观察和前瞻思路。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依据政策范式理论构建了“政策语义—政策工具—政策评估”框架，从政策特征分析与政策效果评价框架下对我国人工智能政策进行了各维度的评估与挖掘，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人工智能政策主要围绕各行业的智能化和技术突破展开，国家对创新、研发与研究颇为重视，在政策文本中多次出现相关提法，凸显了通过自主研发与创新，走自主发展人工智能行业之路的决心。在政策文本挖掘中，还发现大部分政策文本都倾向于技术应用，关注人工智能在交通、文旅、家居等方面的市场前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着力打造自己的人工智能全行业应用图景。政策工具的分析呈现出使用不均衡的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工具多、需求型工具少，而且对政府采购、对外贸易管制、反他国管制、购置补贴四项需求型政策工具重视度不够，对监管政策的重视程度也不足。PMC指数模型评价的结果表明，我国各级政府发布的人工智能政策总体情况良好，而且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显现出地方政府发布政策优于中央部委发布地政策，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更重视对中央一级政策地落实、更关注市场化推广、使用的政策工具较为丰富、任务分解到位且责权明确，上述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发布的文件更具可操作性，更“落地”，但政策之间具有效力差异性，相关政策条款亟待加强和完善，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大需求端政策工具的组合性和灵活性应用、优化环境政策工具包。需求型政策工具起到直接拉动政策主体的作用，作用效果直接、效力较大。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过程中，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来拉动行业发展，直接为行业注入利润是必要的，尤其在世界各国争相发展人工智能行业的今天，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可以酌情为市场中还相对实力弱、但成长性较好的企业提供一定的市场份额作为扶持性政策。加强对贸易管制和反他国管制方面政策的应用，并通过直接补贴的方式，让人工智能企业更好周转资金、以更高利润率更高来抗击市场风险。增加对知识产权保护环节的政策关切，人工智能作为高科技领域，发展进程中必然会产生很多专利和创新，在我国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熟的过程中，需要及时将专利和知识产权握在手中，以实现对研发外溢的保护。
（2）充分重视行业监管与行业标准的制定，确保行业安全发展。政策制定者要遵循行业发展规律，在各发展阶段设计和实施有效的行业监管规定，一方面注重对国内行业发展现况的认识和摸底，适时出台相应的监管措施，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高度自主性、自适应性和自生长性决定了行业监管有别于传统模式，需要探索在潜在安全风险、技术预判等方面的前瞻，并据此立法予以规范；另一方面要关注国外的行业监管政策和模式，尤其是近来美欧对人工智能监管政策方面呈现的趋同和对标态势要有清醒的认识，积极应对以影响和适应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美欧等技术高地都致力于通过或灵活或强硬的监管规则，以高标准立法来确保在该领域的科技和经济领导地位，并借此重塑全球数字发展模式，我国应当及时与各国政策对标和协同，在积极变化与协调中形成体系化的特色政策，保证我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的平稳运行，并且通过人工智能安全规范、伦理规范、行业标准等环节的调试，提升科技竞争力和规则话语权。
 (3）开展对人工智能政策的整体系统性评估。随着国内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科技环境的不确定性波动，政策注意力与需求也在不断变化，需要建立一套对政策整体性、系统性评估的机制，找出对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领域发展有促进效果的因素，以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及时性和体系性。当前，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覆盖面以增强政策的功能，增加对政策诊断（问题的总结）、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和海外机构合作等政策工具的运用，一方面通过政策问诊及时发现政策设计、执行和反馈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各类供求与环境政策的应用，保护创新型自主研发成果、促进与国外更多展开交流合作，以激励行业快速健康的发展。人工智能政策系统与科技管理体制、创新成果市场转化、行业人才的培育与发展等环节密不可分，对相关政策的落实和优化情况展开追踪和评估，可以发现运行政策与创新主体需求不一致的地方，从而为政策调试与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提升政策协同性和体系性。此外，我国将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中实现向国际高端价值链转移的战略目标，人工智能作为多个行业的技术底座，实现其强大效能可以促进各行业整体的高端转化，因此对现行政策系统的欠缺之处进行调整，有利于发挥政策能动性和效力，有利于国家数字化战略的落地，通过制定政策细则、构建服务于细分行业的政策管理模式、“一企一策”的具体实施方式等，提高政策供需匹配性，以更好实现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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